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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

世界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是人类在面对
法西斯暴政时精神抵抗的结晶。这些作品以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形式，记录了战时的苦难
与勇气，展现了文学作为精神武器的独特力
量。从欧美到苏联，作家们用笔墨勾勒出人性
在极端环境下的光辉与脆弱，构筑起一座座精
神丰碑。

欧美文学中的战时书写。深刻的人文关怀
和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欧美文学反法西斯叙事
的显要特征。1936年秋至1939年春，西班牙
内战成为全球进步力量与德意法西斯的首次正
面交锋，最终因多重历史原因而告败。在这个
过程中，无数国际主义者奔赴前线，声援西班牙
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
明威作为战地记者亲历战场，写下了他的不朽
之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作为反法西斯
文学的典范之作，该小说以1937年西班牙内战
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志愿者罗伯特·乔丹为反法
西斯事业牺牲的故事。海明威通过细腻的心理
描写和紧张的战斗场景，展现了个人在面对死
亡时的勇气与尊严。作品不仅记录了战争的残
酷，更通过对人性复杂性的挖掘，赋予文学以超
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是
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代表作。据加
缪说，他在开始酝酿和创作《鼠疫》时，是在
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当时，
他已经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
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
写出时代的灾难。该小说以隐喻的方式，将
瘟疫比作法西斯主义的侵袭，强调人类在面
对灾难时的团结与坚持。加缪笔下的医生里
厄虽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却以默默的行动诠
释了抵抗的意义。里厄的坚持不仅是对法西
斯主义的反抗，更是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加缪
通过对里厄等人物的刻画，展现了文学记录苦
难与激发希望的双重功能。意大利犹太裔作
家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
是一部纳粹集中营回忆录，记录作者于1944年
被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他以集中营幸
存者的视角，记录了纳粹暴行的残酷。莱维通
过对人性尊严的坚守，呼吁读者保持希望与反
抗精神。

1945年 2月 13日至15日，英美联军发动
了四次袭击德国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大轰
炸发生时，23岁赴欧参战的青年战士库尔特·
冯内古特被德军俘虏，正关押在德累斯顿的战
俘营，因躲在地下室中侥幸与其他几位美军俘
虏一起逃生。他一生的写作灵感，大都源于此
次死里逃生。恰恰是他的这次战火中的亲身
经历，让冯内古特在后来创作出了一部伟大的
反战作品《五号屠场》（1969）。该小说描绘了
战争的荒诞与人性的扭曲。小说通过主角比
利·皮尔格里姆在时空中跳跃的叙述方式，将
战争的残酷与记忆的碎片交织在一起。冯内
古特以冷峻而富有黑色幽默的语言，揭示了战
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创伤，使读者意识到，真
正的抵抗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反抗，而是对荒
诞现实的理解、质疑与存活下去的勇气。该小
说出版于1969年，当时越战正如火如荼，因此，
小说一出版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
阅读热。

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欧美文学中反法西斯
叙事的丰富图景，揭示了文学如何通过个体故
事折射出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作家们以
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多样的表达形式，为反法
西斯文学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苏联文学的反法西斯叙事。与欧美文学注
重个体经验与心理创伤不同，苏联文学中的反
法西斯叙事更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与牺牲

精神。这些作品不仅承担着艺术再现战争的责
任，也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的建
构。从战争期间即开始创作，到战后数十年仍
不断回望，苏联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记录下这场
战争灾难。

苏联作家、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
1939年时曾任军事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
材的创作。他的成名作——剧本《我城一少年》
（1941）表达了苏联人民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
必胜信心。他创作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初期的
抒情诗作《等着我吧》（1941），充满了爱国主义
激情，是苏联战时文学中最富情感感染力的作
品之一。诗中，一名士兵对远方恋人的呼唤，凝
聚了战争年代苏联人民对爱情与生存的希冀。
这首诗被大量刊登、传抄、朗诵，成为战时人民
精神力量的象征，展现了苏联文学将个体情感
融入集体抗争的能力。

苏联作家阿尔卡季·盖达尔的作品多数以
少年儿童为主人公，孩子们机智勇敢，战胜各种
困难，充满了乐观主义，特别是随着《军事秘密》
（1935）、《蓝杯》（1936）、《鼓手的命运》（1938）
等作品的问世，作家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鼓
手的命运》这部小说歌颂了少年儿童的伟大理
想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盖达尔表示，这部书
讲的不是战争，但讲的事情一样严酷而危险，
不亚于战争本身。他以自己的儿子铁木儿·盖
达尔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1940）描述了少先队员铁木儿和自己的伙伴
秘密帮助苏联军队的活动。铁木儿机智勇敢，
总能想到富有智慧的办法来完成任务。小说出
版后，苏联少年儿童读者纷纷仿效铁木儿，组成
了各种行动队，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下，最终形成
了“铁木儿运动”。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少年儿童
积极参加清理铁路、装卸货物、筹集资金、医疗
守护等非战斗工作。

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卫国战争
爆发后，曾担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并
到战线去采访，他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近卫
军》歌颂了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
斯的英勇斗争。该小说依据顿巴斯地区青少年
地下抗德组织的真实事迹创作，迅速成为苏联

“英雄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法捷耶夫通过塑
造充满理想主义与革命激情的青年形象，强调
了信念与牺牲的力量。

作为《等着我吧》（1941）的作者，康斯坦
丁·西蒙诺夫在十余年后又以长篇小说形式再
度书写战争记忆。《生者与死者》（1959）是他的
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分，主要描写第二次世界
大战初期苏联红军在西部边境作战的场景。小
说中的主人公谢尔皮林、辛佐夫等人，代表了一
批在1930年代曾遭政治镇压的苏联军人。尽
管命运多舛、蒙受冤屈，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始终
未曾动摇，人性的良知与信仰也从未熄灭。当
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他们毅然奔赴前线，无惧
生死。作品深刻展现了苏联士兵在国家危难时
刻所体现出的责任感与信念，凝聚了那个时代
特有的精神力量。这一作品成为战后苏联军事
文学的重要代表。

上述作品构成了苏联文学中反法西斯叙事
的多重维度，从战时的情感动员到战后的英雄
主义塑造，这种从“集体抗争”到“个体觉醒”的
文学转型标志着反法西斯文学在道德、心理与
哲学层面上的深化。它们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
的精神抗争，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的思想
资源。

尽管欧美与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在风格与
主题上存在差异，但无论是海明威的个人英雄
主义，还是肖洛霍夫的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作品
都以抵抗为核心，表达了对自由与尊严的追
求。文学通过叙事的力量，将战争的苦难转化
为精神的财富，使读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找
到共鸣。

反法西斯文学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其形式与

表达上。从小说的宏大叙事到诗歌的凝练抒
情，从纪实文学的真实记录到戏剧的象征表现，
作家们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回应战争的挑战。例
如，英国诗人W.H.奥登的《1939 年 9月 1日》
（1939）以诗意的语言反思战争的根源，而法国
剧作家让-保罗·萨特的戏剧则通过荒诞的表
现手法，探讨抵抗的道德困境。这些形式的多
样性丰富了反法西斯文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人
类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抗战形象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伤与
民族记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
在 20 世纪的全球文学版图中留下了深刻印
记。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抗战形象大致可分为两
个层面：一是国际作家以亲历、想象或同情的
立场书写中国战场，为中国的抗战发声；二是
中国作家的抗战文学被翻译并传播到国外，使
本土经验转化为全球记忆，形成一种跨文化的
战争叙事共鸣。这一双向流动，构筑起连接中
外的文学桥梁，不仅丰富了反法西斯文学的地
理视域，也促成了中国抗战形象在世界范围内
的流传。

国际作家笔下的中国战场。在国际作家的
书写中，最早关注并深入描绘中国抗战的，是一
批亲临战场、以记者身份观察和记录战争现场
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以纪实与文学交融的方

式，将对中国战时现实的目击与体悟，转化为具
有跨文化影响力的文字与图像。这些报道与作
品不仅提供了超越新闻速度的情感与思想温
度，也奠定了中国抗战在世界文学话语中的早
期表达框架。

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
中国》（1937）是奠基性著作。作为第一位系统
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实地考察抗战根据地
的西方记者，斯诺用冷静又富有人文关怀的笔
触，描绘了红军将士的信仰、牺牲与组织力，深
刻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但我
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斯诺之前，另一位美国记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
战歌》，通过讲述红军战士和普通农民的抗争故
事，唤起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关注。
她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激情，将中国农村战
场上的集体抗争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国际话语。
以斯诺与史沫特莱为代表，他们为西方读者提
供了战时中国社会的多维面貌。作为战地记
者，他们的作品既有现实记录的价值，也具备文
学表达的深度，是世界抗战叙事中中国形象的
第一批重要建构者。

英国诗人W.H.奥登应是首位深度参与并
书写中国抗战的欧美主流作家。他与克里斯托
弗·衣修伍德共同创作的《战地行纪》（1939）是
欧美文学界最早以中国抗战为主题的诗性与散
文性结合的作品集。两人在1938年前往中国
战区实地考察，并在书中以旅行笔记、日记与诗

歌相结合的方式，描绘了上海、重庆、香港等地
的战时图景。奥登在诗中既反思战争对人类的
异化，也对中国人民的忍耐与刚毅表达深切敬
意，展现出英美知识分子在面对东方苦难时的
复杂情感与道义联结。

如果说奥登是最早书写中国抗战的国际作
家，那么，在所有西方文学家中，美国作家赛珍
珠无疑是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深远的一位。她曾
在中国生活长达30余年，对中国语言、文化与
社会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1938年，她因其对

“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作家。
她的小说《龙种》（1942）以中国农民家庭的命
运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日军侵华下的苦难与
奋起。小说通过家国叙事视角，展现了普通中
国人在极端困境中所焕发出的民族意识与抗争
精神。她以通俗化的叙事策略，使中国抗战成
为欧美普通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的历史经验，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西方舆论场中的正面形象
建构。

从记者到诗人，再到小说家，西方知识分子
在不同媒介与文体中对中国抗战进行的文学建
构，不仅丰富了全球反法西斯文学图谱，也开启
了一条通向中国抗战精神的跨文化理解之路。

中国抗战文学的翻译与海外传播。相较于
国际作家用英语的直接书写，中国本土抗战文
学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翻译完成。这些译作
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早期范例，也
成为中国抗战话语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重要途
径。尤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抗日战
争的全面爆发，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开始陆续
被翻译为英语、法语等语言在西方出版。这一
过程既受到政治盟友关系与意识形态联动的推
动，也依赖于译者的个体努力与中外出版机构
的通力合作。

鲁迅先生，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
虽于1936年离世，未及亲历全面抗战，但其作
品中所蕴含的民族启蒙与文化批判精神，为西
方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心理提供了思想维
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小说的英译者有
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还有中外合作的情况，其
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际真、金守拙、林疑今
等先生，他们的翻译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来说
都是相当突出的。他们所翻译的鲁迅作品让西
方得以从文化深层理解中国人民“灵魂深处的
战斗”。

艾青的诗歌直接反映了抗战年代中国民众
的苦难与觉醒。创作于1933年的《大堰河——
我的保姆》，以及发表于1938年的《我爱这土
地》都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代表作。后者发表时
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诗人以“鸟”自喻，表达
了对祖国被侵略的悲愤及献身祖国的决心，诗
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成为经典爱国表达。曾在西南
联大任教的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所编译的
《当代中国诗选》，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
英译选集之一，其中艾青的诗歌占有不少篇
幅，该诗作的主题之一是战争与革命。借助对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白英力图向西方世界传
递出中国人的苦难意识、佛道文化思想与道德
伦理观念，为西方世界提供一个认识和理解中
国的新颖视角。

翻译并不仅是语言的转写，它也意味着价
值观、叙事结构与文化经验的再定位。正是在
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抗战文学得以超越国界，转
化为全球记忆的一部分，为世界文学中的反法
西斯叙事注入东方的力量与情感。中国抗战在
世界文学中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充
满人性光辉的叙事主题。

从战火到希望的文学传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背后，是无数生
命的牺牲与无尽的苦难。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
载体，以“抵抗”与“书写”的双重力量，将那段历
史凝结为永恒的记忆。

无论是欧美文学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
苏联文学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抑或是国际作家
笔下中国抗战的英勇形象，“抵抗”都成为反法
西斯叙事的核心主题。与此同时，“书写”作为
记忆的媒介，将这些抗争转化为文字的力量，使
历史得以穿越时空，触及当代读者的心灵。文
学通过叙事与想象，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更
赋予其以超越时代的意义。赛珍珠等国际作家
对中国抗战的书写，尤为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
程。他们的作品通过跨国传播，将中国抗战融
入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宏大图景，促进了东西
方历史记忆的互鉴与共鸣。

在全球化时代，反法西斯文学的意义并未因
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相反，其警示与启迪功能在
当代愈发重要，也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汲
取文学中的智慧与力量。通过重读反法西斯文
学，促使我们铭记过去的苦难，在全球化的语境
下思考如何构建跨国界的历史责任与和平愿
景。文学作为一种柔性力量，以其深刻的人文关
怀与跨文化的感染力，激励我们超越国界与种族
的隔阂，共同追求一个更加公正与和谐的世界。

展望未来，文学将继续在人类精神的传承
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法西斯文学以其永
恒的人文精神，提醒我们珍惜和平的来之不
易。无论是作家、读者还是教育者，我们都有责
任将反法西斯文学的精神传递下去，使其在新
的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正如加缪在
《鼠疫》中所预示的那样：人间的瘟疫永远不会
消失，但我们必须学会与之抗争。文学，正是这
场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
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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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
全球深思的时刻。80年前，人类共同面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付
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最终以团结与牺牲换来了和平的曙光。
在这一历史节点，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镜子，承载了那段烽
火岁月中“抵抗”与“书写”的双重力量。本文试图以世界文学为
对象，探索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反法西斯叙事。这里讨论的文学
作品，既包括战时的文学叙事，也包括战后乃至当代作家对那场
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深刻反思。

文学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更是唤醒人性、激发共鸣的武
器。从欧美作家笔下的战时苦难，到苏联文学中对牺牲精神的
价值凸显，再到国际作家如赛珍珠对中国抗战的深情书写，反法
西斯文学以多元的声音诉说着共同的理想。这些作品不仅在当
时激励了抵抗力量，还在跨国传播中促进了东西方对历史记忆
的互鉴与共鸣。尤其对中国抗战而言，世界文学提供了独特的
外部视角，使其从单一的民族叙事升华为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
一部分。本文在梳理这些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努力探讨“抵抗”
作为行动的力量与“书写”作为记忆的媒介如何在全球语境下交
融，并反思当代读者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重温那段历史，思考文学
在构建跨国界的历史责任与和平愿景中的独特功能。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本文旨在唤醒我们对过去的深切
铭记，激发文学所承载的永恒人文精神。希望我们以文学为桥
梁，穿越时空，将战火硝烟化为文字中的希望与警示。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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